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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媒介市场日益繁荣，也使得影响媒介组织运作的核心因素愈益明晰，映射到传媒经济的研究领域，便凸现了一个核心的概念，这就是受众。在传媒市场研究中，作为消费者之一的受众，却往往被忽略掉了其市场主体的特性。本文在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分析受众的变化及其特点，塑造受众在传媒经济中的主体形象，以期对传媒经济的本质进行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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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市场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态势，进而引发了传媒业界和学界对于传媒经济日渐浓厚的兴趣。在传媒产业的实践过程中，影响甚至决定媒介组织运作的因素越来越明晰，映射到传媒经济的研究领域，一个核心的概念也便凸现出来：这就是受众。无论是从传媒经济的实践出发，或者就传媒经济的理论建构而言，受众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传媒经济从本质而言就是受众经济。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认为，“若仔细考察一个市场的组织结构，我们就会发现消费者和技术是市场的双重君主。”
这句话虽然不是针对传媒市场而发出，但成为研究和关注相关问题的有价值的明示。本文的研究就是从两个“君主”——受众和信息传播技术——出发，为受众经济寻找立论基础。

受众是个典型的大众传播语境下的概念，与传播、传播媒介是共同构成传播行为或者传播现象的三个框架性要素。受众是相对于传播者而存在的，一般将其界定为信息传播的接受者，而“信息的接收”自然成为受众的基本特点。在传播过程中，受众起着勾连媒介和社会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大众传播领域，受众居于研究的中心位置，传播理论中的很多概念和理论都是建立在受众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随着受众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处于传播过程中的受众本身并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只是对于受众的最基本也是最表面属性的认识。与传播者相对应，受众本身也是构成传播的主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众的主体性表现要甚过传播者的作用。基于此，受众又被笼统地描述为“大众传播所面对发言的无名个体与群体”
。

传媒经济是指由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而引发的相关经济活动或者经济现象，具体而言，就是市场条件下媒介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或者用经济学的眼光来关注媒介组织的市场行为及其规律。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诞生伊始，就是作为一个市场机构存在的。但是，相对于传媒组织的产业实践而言，对其进行的系统的理论探讨却出场略迟。虽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便有具体的传媒经济研究成果的出现，并且在传媒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关注的目光。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Ronald Coase）在1950年曾经出版了《英国广播业：垄断状况的研究》，从产权与交易的角度对于传媒产业予以关注；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20世纪60年代曾就收费电视节目的公共产品的属性撰文探讨。但是，这些研究或者是就某个具体的媒介类别进行研究，或者是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探讨。真正
意义上从宏观层面来系统研究传媒产业的市场运作规律的时间，则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了1989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博士罗伯特·G·皮卡德（Robert·G·Picard）撰写的《媒介经济学：概念与问题》一书，被认为标志着传媒经济学学科的正式形成。
在此书中，皮卡德（Robert·G·Picard）写道，“传媒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的是形形色色的媒介运营者如何在各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满足受众、广告商在社会咨询与娱乐等方面的需求。传媒经济要考察的问题是：各种媒介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这些产品又在哪些条件下向外分配并供人消费。”皮卡德的这个定义标明了传媒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渊源即经济学，但同时他又指出：“从经济角度看，媒介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原因在于其在所谓的二元产品市场中运作。媒介生产一种产品，却参与两个独立的商品与服务市场。每一市场的表现都会影响到另一市场。”
皮卡德（Robert·G·Picard）的这个论述造就了传媒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二元产品市场。这个概念因此也成为主流传媒经济理论建构的一个基础。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美国报纸产业》中，对此又进行了具体的诠释，他认为，“报业公司创作、生产并出售物质产品——报纸副本——给读者，而同时销售一种服务——通过读者——到广告客户。……报纸在用新闻和信息吸引读者方面取得的成功，会使报纸更能吸引广告客户，而它在吸引广告客户方面取得的成功可以为报纸提供财政资源和广告信息，从而有助于报纸吸引读者。”

皮卡德（Robert·G·Picard）的这些论述被认为是准确地揭示了传媒经济的特征。这些论述表明，媒介市场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即媒介组织、媒介内容消费者和广告商。媒介组织作为生产者，在市场运作中生产了两种产品，即“内容”和“受众”，并且形成了彼此关联的“二次售卖”：在将内容卖给受众的同时，将受众售卖给广告商，其中“受众”媒介内容消费者，媒介组织和广告商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媒介内容消费者也就是受众来连接，进而形成现实的媒介组织的市场运作。

按照皮卡德(Denis McQuail)的论述，媒介产业的第一元市场行为发生在媒介组织和受众之间，媒介组织通过提供内容产品，和受众形成交易关系。这时，受众表现出其第一层含义，即作为内容消费者的角色而出现。但是一定媒介内容的视听群落出现之际，也便是媒介组织生产的第二个产品出现之时，这就是受众。在具体的传媒实践中，媒介组织更看重的是其生产的第二个产品，因为这个产品比其第一个产品拥有更高的市场价值。媒介产品的特殊性就在于人们往往将其界定或者理解为“公共品”，也就是“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国媒介机制的不断变革，媒介产品的“公共品”的性质也在处在不断地讨论和变革之中，内容提供是否完全为市场交易行为也依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由于信息传播的现实往往连接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所以，内容的“公共品”的特点依然为社会所期待和实践。因此，媒介产业的第一元交易只是整个产业发展中的一个基础，其重点在于第二元，也就是与广告商之间的针对受众而进行的交易。这一层的市场行为才是媒介组织最关注的。在受众成为产品的旅途中，还存在着一个市场角色，这就是市场调研机构，其功能表现为通过一系列科学的调查程序，把鲜活的“受众”换算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媒介组织所谓的售卖受众，其实卖的就是这些数字。
无论是理论层面的剖析或者是实践层面的表现，在传媒经济中，媒介组织的主体地位都是非常明确，但是，受众在其中的角色地位如何？上述分析也很明显地描述了受众在这个过程中的位置，在第一次市场行为中受众是与媒介组织向对应的产品的消费者，是以消费者的主体角色而存在的，而在第二次市场行为中，受众的主体性就消弭不见了，受众以可以交易的客体的形象而出现。并且在媒介产业的发展中，媒介组织的经济效益更多地来源于第二次与广告商的交易，所以，相对于受众的消费者主体地位而言，受众的产品形象更为重要。长久以来，受众更多地是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产品，被当作市场交易的工具和手段而进入相关研究领域。
但是，无论是理论层面的严谨逻辑抑或是实践层面的现实功利，似乎有意无意忽略或者漠视了受众产品的特殊性，过滤掉受众作为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将其变形为缺乏生命力的“物”。如果从受众的特点来看，似乎仅关注受众的“信息接收者”这一表面特点，而忽视或者漠视受众的主动性和选择性。这一问题往往为受众研究所诟病。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在传播过程中，受众的身影更为积极和活跃，关于传媒经济中受众的身份和地位也更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关于这一点，传播学中的受众研究似乎体现得更为显著。虽然传媒经济和传播学各自的研究视角及其研究目的不同，但是，受众是它们共同的关注对象，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对传播学视野中的受众研究进行梳理，进而才能形成对于受众及受众研究的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认识。

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其《受众分析》一书中，对于受众及受众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扫描和具体的探讨，其立足点不仅仅止于传播学的领域，更试图从媒介市场的角度来分析受众的特点。他首先肯定了受众的产品属性，但其视野似更为宽广。他认为，“受众既是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导致相同的文化兴趣、理解力和信息需求——的产物，也是特定媒介供应模式的产物”。
这句话其实肯定了受众的被生产的属性，但并没有将其彻底商品化，而是指出了受众这种产物产生环境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伴随着受众的成长和发展。一般认为受众经历了由“大众”——“群体”——“受众”的过程。受众被认为是现代传播媒介的产物，更是现代媒介产业的产物。特别是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出现之后，“广播和电视的受众很快成为硬件和硬件的一个重要消费者市场。”
在《受众分析》中，麦奎尔(Denis McQuail这样描述着大众传媒的变化：“首先，‘媒介市场’这一表述被更广泛采用，似乎可以为描述受众现象提供一个更实际的选择，一个更富于价值意味的术语。随着传媒业从无到有，生意越做越大，市场这个名词也逐渐留心开来。这个能够清楚地标示出由媒介、社会人口统计指标、媒介服务或产品的实际或潜在消费者所覆盖的范围。”因此，媒介市场可以被界定为“具有已知社会经济特征的、媒介服务和产品的实际与潜在消费者的集合体。”处于媒介市场中的受众，就是作为“市场的受众”。麦奎尔(Denis McQuail进而把受众研究的传统区分为三大类别，即受众测量的结构性研究传统、受众的行为性研究传统和受众的文化研究和接受分析。其中，受众测量的结构性研究是最早也是最简单的受众研究，其研究目的来源于媒介市场发展的需要，“是为了获得对某些未知量——尤其是早期广播的听众群规模和到达率，以及报章等出版物的‘到达率’，一种潜在的读者数量而非发行量或印数——的可靠的测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媒介经营，尤其是对于获得付费广告会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基本需求，催生出了一个与广告和市场研究密切相关的庞大产业。”

其实，麦奎尔(Denis McQuail所概述的受众研究的三大传统可以被简化为两大类别，其一为行政研究流派，其二为文化批判流派。行政研究流派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受众研究，主要是运用实证调查的方法，力图发现受众的规模及其特点，为受众的阅读控制和市场操纵提供依据。文化批判流派则是立足于现代资本主批判的立场，抨击媒介和受众的商品化现象。

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流派其实都肯定了一点，也就是在现代市场条件下的受众具有鲜明的市场属性，行政流派的研究是在认可现实的基础上，从产品的角度来测量和分析受众产品的属性和特点，而批判流派则是不满于把受众当作传媒工业的产物，进而试图发现或者激起受众的反抗意识。

行政学派的立场问题在很多研究领域都遭到诟病，但是，其成果还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比如，在对受众的研究中，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导致市场对于受众把握的困难程度加大。“在新形势下，人们对于把握受众的需求并未减少，然而，虽然出现了新的可资利用的调研技术，但是对受众群的把握却更加困难，也更加昂贵。”
受众会从控制和监测的机器中悄然溜走，即“潜在逃逸”。

部分文化批判流派的观点和理论构筑了传媒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即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一定意义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于传媒经济的发展具有更实质性的影响。该流派以马克思对于商品的价值分析作为工具，指出“剥去马克思所说的商品表象的‘洋葱皮’，就可以揭示整个生产体系。商品化和传播关系具有两个普遍的意义。第一，传播过程和传播科技对经济学中的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第二、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渗透到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中，使这个过程中所出现的深化和矛盾也对这种社会实践产生了影响。”
该流派对于受众的研究较为多样，但在其枝蔓旁生的研究丛林中，有面鲜明的旗帜，就是试图寻找受众实践中的批判和革命意识。“资本形态多样，互相竞争，它必须积极地建构受众，正如它必须积极地建构劳动。即使它这么做了，在资本设定的社会领域条件中，受众与劳动者还是会决定如何用自己的力量来建构自己。”
比如受众会选择看电视或者放弃看电视，会选择另类的方式来解读媒介内容，会用遥控器跳过广告片，或者采用非法的形式来收看电视等。这些行为看似具体和琐碎，但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也就是在大众传媒的工业化时代，在媒介资本控制的内容生产的语境中，受众逐渐表现其作为人的主体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媒介产业的发展，进而使得受众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不是受众需要媒介，更主要的是媒介对于受众的需求。

传播学中的受众研究似乎论证了这样的观点：传播学的受众和传媒经济学的受众是同一个对象，这就是市场的受众。受众具有一定的产品属性，这一点也是构筑起传媒经济的基础。但是受众这种产品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作为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就是受众的主体性，受众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传播过程中，而且也会影响甚至决定媒介的市场行为。

在论证受众自身的发展变化以及其主体性时，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这就是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所说的市场的另一个君主——技术。对于传播活动而言，技术的影响作用尤其显著。受众的发展变化及其主体性的逐渐彰显，在一定程度上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时下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的传媒生态具有复杂多样的融合特点，表现在信息传播的路径及其效果层面，可以用信息传播的新媒体框架来解释。信息传播的新媒体框架是相对于信息传播的传统框架而言的，具体是指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传统大众媒体与新媒体共同参与，信息传播的途径和效果呈现出新媒体的框架效应。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积极介入大众传播领域，以其信息传递快、影响范围广、互动性强等特点，表现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形式，给传统的大众传媒带来了恐慌和不安。但是，在具体的信息传播的过程及其产生的传播效果中，新媒介与传统的大众媒介之间却并不存在截然的隔离。新媒介的影响力虽然很广大，但是不具有唯一性，传统的大众媒介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进而形成了新的信息传播图景，即由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构成了信息传播的新媒体框架。在这种框架下，信息传播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信息的共享性；其二、较强的互动性；其三、影响的拓展性；其四、效果的复杂性。新的媒介和传统媒介各自发挥独特的魅力，营造了多元的传媒生态环境，以合力的作用形成了复杂的传播效果。

信息传播环境的变化导致受众的变化。受众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分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同质性较高的被动的“受众”的品质、偏好等变得分散了、多元了，原先假设的整体变成了一个个的碎片。在大众传媒理论的假设中，受众是信息传播的被动的接受者。受众是具有较高同质性的群体，所以对受众中具体个体的把握能够扩大至对整个受众群体的把握。受众和传媒的关系是“教导”和“训示”的关系。这样的假设不仅体现在大众传播研究早期，同时它依然影响着当下传媒经济研究中对于受众的认识。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受众和传媒之间“训示”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受众作为被动的信息的接受者的形象将会终止，“取而代之的将是下列各种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搜寻者、咨询者、浏览者、反馈者、对话者、交谈者。”
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将这种变化称之为革命，确不为过。因为这种受众和媒介组织之间关系的变化其实体现了受众的现实特点，即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并且以此支持了传媒经济中受众主体性的表现。

受众的这种分化状态在当下的新媒体框架中表现得具体而详尽，由此也更加支持了受众在市场中的主体性存在。以此为基础我们再来分析支撑传媒经济的二元产品市场——内容生产市场和广告生产市场，可以建构这样的媒介市场商业模式：以受众为核心，形成传媒与受众有效互动的有价值的内容生产，进而通过有价值的合理的市场调查，建立传媒与广告商之间的良性市场关系。

当然，相对于市场的生产者而言，市场消费者是多元的，影响市场的技术因素也较为复杂。在传媒市场中，这两个因素的多元和复杂尤其显著。而作为消费者之一的受众，更多却被忽略掉了其市场主体的特性，以至于在传媒理论的建构和传媒实践中遭遇到一定的伏击。在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分析受众的变化及其特点，塑造受众在传媒经济中的主体形象，应是对传媒经济的本质还原。

（作者简介：李惊雷，女，博士， 副教授，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通讯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科学大道100号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4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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